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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主观福祉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5 省 10 县农户调查资料 

 

白  描   吴国宝 
 

 

摘要：本文基于农户调查资料，对农民主观福祉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总体而言，农民总

的生活满意度较高。其中，农民对文化水平和收入的满意度最低，对婚姻、家庭以及人际关系的满

意度最高。从分省的情况来看，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呈现东、中、西部递减的趋势，但同省内部各县

农民的满意度之间差异较小。进一步建立农民主观福祉模型，结果表明：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增加人均纯收入、参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成为村干部或村民代表、采用定点堆放垃圾与管道排放

污水的生活方式、在村里建立正式的社会组织以及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均有助于改善农民的主观福祉

状况。此外，与年纪较轻者、已婚或离异者相比，年龄较长或未婚的农民生活满意度更高。而遭遇

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抑郁等因素对提高农民主观福祉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主观福祉  生活满意度  农民  排序选择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福祉研究除了对传统货币层面的继续深挖之外，已经发展到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

维度并驾齐驱、主观福祉与客观福祉综合评价的阶段，福祉研究的进展体现了人类对自身幸福的深

切关怀。所谓主观福祉，是指个体对其生活状态的主观感知和满意度。与客观福祉不同，主观福祉

受每个人的性格、心理等因素影响，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它与收入等客观福祉指标相辅相承，综

合性体现个体福祉。2014 年，中国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约为 45.2%①，而农民是乡村人口

的主要组成部分，因而研究中国农民的福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当前有关中国农民福

祉的研究多聚焦于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客观层面，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关注相对

较少。那么，农民主观福祉的现状如何？其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什么？对上述问题的探讨，

不仅有助于把握现阶段农民主观福祉的状况，而且可以为今后改善农民福祉政策制定提供现实依据。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农民福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data.stats.gov.cn）发布的年度数据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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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主观福祉的研究有很多，其中一个焦点是探讨宗教信仰与主观福祉之间的关系。Witter 

et al.（1985）、Myers（2000）的研究均表明，参加宗教活动可以改善个体的主观福祉状况。国外学

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婚姻与主观福祉的关系。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婚姻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

改善个体的主观福祉水平（White，1992；Mastekaasa，1995）。此外，Heady et al.（1989）、Diener 

et al.（2006）、Kahneman and Krueger（2006）的研究表明，性格对个体主观福祉影响较大。 

在国内，研究农民福祉的文献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失地农民的福祉变化以及补偿政策的

实施效果。例如，王伟、马超（2013）以及胡动刚等（2013）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研究了如

何改善失地农民的福祉。高进云、乔荣锋（2011）的研究表明，改善失地农民福祉的有效途径是为

其提供社会保障、就业机会和教育机会等。二是“三农”政策实施的福祉效果。例如，张跃华（2005）

比较了农业保险和粮食直补政策的福祉效果。罗向明等（2011）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与农民福祉

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除此之外，学者们还从农村金融组织（罗然然，2011）、扩大贸易开

放（黄季焜等，2005；朱晶、洪伟，2007）、农民合作组织（段瑞娟，2013；陈先勇等，2007）以

及农民消费（汪旭晖，2010）等角度，对中国农民福祉问题进行了探讨。目前可以检索到的探讨农

民主观福祉的文献主要有：苑鹏、白描（2013）基于社会联系的视角，利用农户调查数据探讨了影

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发现农民非正式的社会联系越广，其幸福感越强。李静、

王月金（2015）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分析了健康满意度、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因素对农民主观福

祉的影响，认为农民的健康状况与其主观福祉高度相关，并且相较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对农民主

观福祉的影响更大。檀学文（2013）从个体时间利用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其与农民主观福祉之间的

关系，认为基于日志的时间利用变量对农民的主观福祉并无显著影响。廖永松（2014）研究了农民

收入和生活满意度的状况，发现农民具有“小富即安”的生活观念；有序 Logit 模型的估计结果表

明，影响农民幸福最重要的因素是生活变化程度、相对生活水平和以家为本的文化观念。 

可见，国外对主观福祉的研究虽然无论从视角还是内容上讲都比较成熟，但专门针对农民主观

福祉的研究却并不多；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农民福祉的关注更多，但这类研究多聚焦于客观层面，

对主观福祉的考量大多是从某个福祉维度出发的经验分析，缺少在各福祉维度框架下对农民主观福

祉更全面的探讨。本文以此作为切入点展开分析，后面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农民主观福祉现

状的统计描述；第三部分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影响农民主观福祉的因素；第四部分是结论与思考。 

二、农民主观福祉的现状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民福祉研究”课题组 2013 年的农户调查。调查

先将各省按照人均纯收入由低到高排序，然后随机抽取了江苏、辽宁、江西、贵州和宁夏 5 个省（区），

又在每个省（区）随机抽取了 2 个县（区、市）作为样本县（它们分别是辽宁的兴城市和凤城市、

宁夏的盐池县和彭阳县、江苏的淮安市洪泽区和启东市、江西的星子县和安义县以及贵州的晴隆县

和纳雍县），进而在每个样本县随机抽取了 2～5 个村，最后在每个村随机抽取 10 户农民开展问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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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共获得有效问卷 1000 份。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主观福祉、劳动与就业、

生活状况、住房条件、环境污染、健康、政治参与、社会联系、安全与保障、幸福因子评价及时间

利用。其中，用以衡量主观福祉的指标为样本农民对生活各维度的满意度，即让农民按照满意度越

高、分值越高的原则对自己的生活、文化水平、工作、收入、居住环境、健康、上届村委会、家庭

关系、婚姻、人际关系、社会安全以及养老保障做出主观评价，最低分为 0 分，最高分为 10 分。样

本农民的基本特征是：男性所占比例（为 61.2%）高于女性；年龄跨度是 17～83 岁，平均年龄为

50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6.4 年，有 14.4%的人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此外，94.4%的样本农民已婚。 

（二）农民主观福祉的现状 

主观福祉是个体对自己生活幸福程度的主观判断，它不可以被直接测量和比较。现有研究多以

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主观福祉的指标，本文亦采用此种作法。从调查结果来看，样本农民总的生活

满意度以及生活各维度的满意度最高分均为满分（即 10 分），最低分均为问卷设计的最低分（即 0

分）。农民总的生活满意度①的平均分达到 6.7 分，此项指标达到 10 分的样本农民占有效样本的比重

约为 18%。可见，样本农民的主观福祉水平比较高。根据表 1 中各维度满意度的情况，可以发现： 

首先，家庭关系一项的平均分最高，婚姻和人际关系次之，上述三项的平均分都达到了 8 分以

上，并且给出满分的样本农民占有效样本的比重比其它维度都要高。其中，对家庭关系和婚姻给出

10分者所占比重均超过了50%，而这两个维度满意度为0分者占有效样本的比重比其它维度都要低，

二者合计亦不足 3%。可见，农民对家庭关系、婚姻和人际关系的满意度很高，且个体差异不明显。 

其次，样本农民对社会安全和上届村委会的满意度比较高，平均分分别为 7.9 分和 7.3 分；同样，

在这两项指标上给出满分的样本农民占有效样本的比重亦比较高，达到了 27%以上。 

再次，除前面几个维度外，样本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各维度平均分达到 6 分以上的维度有：健康、

可支配的空闲时间、工作、居住环境、养老保障以及住房条件。上述六项满分的样本占有效样本的

比重都在 15%以上，而对住房条件和健康两项给出最低分的样本所占比重相对较高。可见，农民对

这些维度的满意度呈现明显的个体差异。 

最后，样本农民对文化水平的满意度最低，平均分约为 5.2 分，与其它维度相比，对文化水平

的满意度为 0 分者占有效样本的比重最高，接近 10%。此外，农民收入满意度的平均分虽然略高于

文化水平，但也没有超过6分，并且收入满意度为0分者所占比重在各个维度中相对较高，约为6.2%。 

 

表1                                生活满意度及各维度的满意度                           

 平均分（分） 10 分占比（%） 0 分占比（%） 

总的生活满意度 6.7 18.1 3.0 

文化水平 5.2 9.2 9.8 

工作 6.9 19.7 2.5 

                                                  
①总的生活满意度是受访农民对自己目前总体生活状况给出的主观评分，而非各维度生活满意度的算术平均或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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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5.5 8.2 6.2 

住房条件 6.1 16.7 6.3 

居住环境 6.8 17.6 2.9 

健康 6.9 21.2 3.7 

上届村委会 7.3 28.4 2.6 

婚姻 8.6 52.1 1.4 

家庭关系 8.9 53.5 0.5 

人际关系 8.2 29.0 0.3 

社会安全 7.9 27.4 0.7 

养老保障 6.6 15.5 2.4 

可支配的空闲时间 6.9 18.6 1.6 

 

从分地区的情况来看，东部辽宁和江苏样本农民总的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分最高，均达到了 7 分

以上，而西部贵州样本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分最低，不足 6 分。可见，在此次调查中，农民的生

活满意度整体上呈现东、中、西部递减的趋势。而样本农民对收入、住房条件、居住环境、上届村

委会和社会安全五个维度满意度的地区平均分亦呈现与此相同的递减趋势。根据课题组的调查，各

地区农民对家庭关系和婚姻的满意度普遍较高，并且其平均分之间差异极小。此外，东部辽宁和江

苏的样本农民对文化水平、健康和工作这三项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其它地区。 

从各县的情况来看，在总的生活满意度、文化水平、收入、住房条件以及居住环境方面，东部

兴城市和凤城市农民的满意度平均分明显高于中部的星子县和安义县，又都高于西部的晴隆县和纳

雍县。但整体而言，相较于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同省（区）内部县与县之间，样本农民总的生活满

意度和各个维度的满意度分布并无明显的差异。在同一个维度上，分县的满意度平均分与所在省份

的满意度平均分比较接近。可见，地区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 

 

表2                                       分县的满意度                                    单位：分 

  

总的

生活

满意

度 

文化

水平 
工作 收入

住房

条件

居住

环境
健康

上届

村委

会 

婚姻 
家庭

关系 

社会

安全

兴城 8.2 6.5 8.0 7.4 8.3 8.3 7.5 9.3 9.3 9.5 8.7 

凤城 6.7 5.2 6.6 5.7 6.5 7.3 6.8 7.2 8.4 8.7 7.5 
辽

宁 
地区平均 7.5 5.9 7.5 6.5 7.4 7.8 7.1 8.3 8.9 9.1 8.3 

盐池 6.9 4.9 7.2 5.4 6.1 7.2 6.7 6.5 8.8 8.8 7.7 

彭阳 6.7 5.7 5.8 5.3 5.5 6.8 5.8 7.4 8.6 9.3 8.4 
宁

夏 
地区平均 6.8 5.3 6.5 5.4 5.8 7.0 6.3 7.0 8.7 9.1 8.1 

江 星子 6.9 4.6 6.3 5.4 6.3 7.1 7.4 6.9 8.3 8.6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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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义 6.4 4.9 6.1 5.2 5.3 6.5 6.6 7.0 8.3 8.7 7.3 

地区平均 6.7 4.7 6.2 5.3 5.8 6.8 7.0 7.0 8.3 8.6 8.1 

洪泽 7.9 6.1 8.2 6.7 7.6 6.9 7.8 7.8 9.1 9.2 8.2 

启东 6.6 5.6 6.6 5.7 6.5 7.0 6.9 7.4 8.7 9.0 7.5 
江

苏 
地区平均 7.2 5.9 7.5 6.2 7.1 6.9 7.3 7.6 8.9 9.1 8.5 

晴隆 5.4 3.7 6.2 3.9 4.1 5.4 7.2 6.3 8.5 8.5 7.6 

纳雍 5.6 4.5 6.7 4.8 5.0 5.7 5.9 7.4 8.5 8.7 8.3 
贵

州 
地区平均 5.5  4.1  6.5 4.4 4.6 5.5 6.6 6.9 8.5  8.6  7.5 

注：篇幅所限，表中仅列出下面分析中重点关注的维度，其它维度的满意度分布情况不再赘述。 

三、影响农民主观福祉的因素分析 

（一）分析框架与变量选取 

当前有关主观福祉的计量研究多为经验研究，选取变量的角度各不相同。本文认为，对主观福

祉的分析应该从其定义出发选择变量（见图 1）。主观福祉的定义本身就指明了影响它的三个因素，

即个体基本特征、主观因素以及客观福祉。个体基本特征例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

异，可能使个体产生不同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而使个体对现实生活的主观感受有所不同。每个人

的性格不同，例如有的人比较积极，有的人比较消极，这些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性格特征影响了每

个人对生活的主观评价。个体对生活的主观评价不能凭空产生，评价需要一个对象——其实际生活

状况，即客观福祉。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将个体基本特征、主观因素以及客观福祉视作影响农民

主观福祉的主要因素，以此为出发点选取自变量并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图 1  变量选取路径 

 

首先，在个体特征方面，相关研究通常会选取的指标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

程度、健康状况、就业状况以及社会身份等。本文参考这些研究，选定上述七类指标来衡量个体基

本特征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民，在社会身份方面选择了“是否为农

个体主观福祉

个体基本特征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社会身份

就业状况

主观因素 性格（消极或积极）

客观福祉

收入与消费水平

社会联系状况

政治参与状况

生活环境状况

公共安全状况

影响生活质量的其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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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①”和“是否为村干部或村民代表”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在就业方面，选择了“是否从事非农

业”这项指标，目的在于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 

其次，主观因素主要是个体的性格。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表征个体性格的因素有很多，但能够

量化并用于计量经济分析的却并不多。课题组在设计问卷时选择了一项具有常规意义的指标来衡量

个体的性格，即“是否感到消极”。通常来说，同样的处境，积极的人与消极的人总会有不同的感受，

这方面的性格差异很可能影响个体最终对生活的主观评价。同时，国外相关研究表明，“是否定期做

礼拜（或礼佛）”是影响主观福祉的重要因素，故本文将它作为农民主观福祉模型中的一个自变量。 

最后，衡量客观福祉的指标比较多，本文借鉴相关研究，并结合调查信息，选择了几个主要维

度作为表征农民客观福祉的指标，包括收入、消费、社会关系、政治参与、环境和公共安全。本文

的研究对象是农民，因此在政治参与方面，选取了农村政治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否参加了上一

次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和“是否参加了上一次村委会选举”两项指标。依据社会关系的规范程度，

社会关系一般分为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两类，前者指受一定程序与原则制约并已制

度化的各类社会关系，例如参与各种正式的社会组织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后者指无固定模式且并未

形成制度的各种社会关系，如夫妻关系等。本文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分别选取自变量“村里是否有

正式的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广度②”来反映农民社会关系对其主观福祉的影响。环境

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它直接影响个体的生活质量，因此，本文选择与农民日常生活最为密

切的“生活垃圾是否定点堆放或送垃圾池”和“生活污水是否通过管道排放”作为衡量环境的指标。 

此外，与农民有关的还有一项重要指标——土地。本文将“人均耕地面积”作为自变量放入模

型进行分析，以探讨它对农民主观福祉是否存在影响。各自变量的具体赋值情况和代码见表 3。 

 

表3                                        自变量含义说明 

变量 赋值说明 预期符号 

性别 男=0，女=1 不确定 

年龄 单位：岁 正相关 

是否结婚 未婚或其它情况=0，已婚=1 正相关 

是否健康 否=0，是=1 正相关 

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正相关 

是否为村干部或村民代表 否=0，是=1 正相关 

是否为农民 否=0，是=1 负相关 

是否从事非农业 否=0，是=1 正相关 

                                                  
①此处指社会身份只是农民而没有同时拥有像村干部等其他身份。 

②以农民遇到急事、需要借钱、找工作或者有心事时可以动用的社会关系（包括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

缘关系）的数量来衡量。该变量取值越高，说明农民非正式的社会关系越广泛。鉴于具体赋值方法比较复杂，此处不

再赘述，读者如感兴趣，可向笔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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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是否感到消极 否=0，是=1 负相关 

是否定期做礼拜或礼佛 否=0，是=1 正相关 

2012 年人均纯收入 单位：元 正相关 

2012 年人均消费支出 单位：元 正相关 

生活垃圾是否定点堆放或送垃圾池 否=0，是=1 正相关 

生活污水是否通过管道排放 否=0，是=1 正相关 

是否参加了上一次乡镇人大代表选举 否=0，是=1 正相关 

是否参加了上一次村委会选举 否=0，是=1 正相关 

村里是否有正式的社会组织 否=0，是=1 正相关 

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广度 
根据不同情境下农民可动用的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

类型来赋值，范围 1~15 
正相关 

去年是否遭遇过公共安全事件 否=0，是=1 负相关 

人均耕地面积 单位：亩 正相关 

 

（二）模型设定与理论预期 

主观福祉不能被直接测量，因此，本文将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主观福祉的指标。为了识别影响

农民主观福祉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农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所有生活满意度数据均由样本农民依据其对自身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按照越满意、分值越高

的原则直接给出。考虑到该因变量属于多元选择的类型，并且存在排序问题，所以采用排序选择模

型比较适宜。鉴于该模型的公式及推导是固定的，此处不再赘述。 

在个体特征方面，现有研究在性别与主观福祉的关系方面并未达成一致，该变量对农民主观福

祉的影响不确定。一些研究表明，随着年龄增长，个体对生活的主观评价有改善的趋势。农民受教

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其择业，与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相比，其获得较高收入从而改善福祉的可能

性更高。从常理上讲，相较于生病的个体，身体健康的个体主观福祉水平应该更高。国外大量研究

表明，婚姻有助于提升个体福祉水平，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预期结婚对农民主观福祉

存在正向影响。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村干部或村民代表往往比一般农民拥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故

预期该变量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方向为正。此外，在非农产业就业者可能比单纯从事农业生产或

不就业者获得更高的收入，进而可能获得更高的福祉水平。 

在经济条件方面，收入和消费水平越高，个体实际的生活水平越高，因此，他对自己生活状况

的主观评价可能越高。当然，近期研究也表明，收入的提高并不总是伴随着福祉的有效改善，因此，

不排除农民拥有较高收入和消费水平，生活满意度却较低的情况。 

在环境方面，由定点堆放生活垃圾和管道排放生活污水等方式所营造的良好生活环境将更有助

于个体获得较高的福祉水平，预期这两个变量的系数为正。 

在政治参与方面，政治参与程度越高，个体获得的主人翁感和社会认同感可能越大，从而有助

于提升其主观福祉。政治参与本身就是通过民主方式实现村民自治的重要渠道，预期这将间接对农



农民主观福祉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8 - 

民的主观福祉产生正向影响。 

在社会关系方面，相关研究表明，农民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或者村里建有正式的社会组织，均

有助于其获得更多社会认同感和改善生活现状的机会，从而达到更高的主观福祉水平。 

在主观因素方面，根据国外的研究，预期定期做礼拜（或礼佛）的农民可能拥有较高的生活满

意度。从逻辑上讲，如果个体的性格比较消极，那么，他对生活感到不如意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从

而生活满意度可能较低。 

此外，人均耕地面积的大小与农民收入相关，预期它将间接影响个体的主观福祉。一般而言，

安全与个体的幸福息息相关，与未遭遇过公共安全事件的农民相比，遭遇过公共安全事件的农民的

主观福祉水平可能相对较低。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对所有的水平变量取以 10 为底的对数。在此基础上，以农民的生活满意

度作为因变量，以个体特征、主观因素、客观福祉三类指标作为自变量建立排序选择模型，运用

EVIEWS 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 4。 

 

表 4                                 农民主观福祉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变量 系数 

性别 0.0325 生活垃圾是否定点堆放或送垃圾池 0.1414*** 

年龄 0.8468** 生活污水是否通过管道排放 0.2152** 

是否结婚 0.2756*** 是否参加了上一次村委会选举 -0.0311 

是否健康 0.0137 是否定期做礼拜或礼佛 0.0041 

受教育年限 -0.1235** 人均耕地面积 0.1255* 

是否为村干部或村民代表 0.3152** 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广度 -0.0048 

是否为农民 -0.0449 日常生活中是否感到消极 -0.3188* 

是否从事非农业 0.1985 村里是否有正式的社会组织 0.1482* 

2012 年人均纯收入 0.3020* 是否参加了上一次乡镇人大代表选举 0.2182** 

2012 年人均消费支出 -0.1088 去年是否遭遇过公共安全事件 -0.2973*** 

赤池信息量准则（AIC） 3.9829 

施瓦茨准则（SC） 4.1473 

LR 检验统计量的伴随概率 0.0000 

注：①*、**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本文在建模及估计时尝试了不同的方法，得

到的估计结果基本上一致，说明该模型比较稳健。各估计方法所得结果此处不再赘述，有需要者可向笔者索要。 

 

需要说明的是，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的变量系数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而对

排序选择模型进行估计所得到的系数表明的则是自变量增减所引起的响应变量概率的增减，即表 4

中各变量的系数不再是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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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性别、“是否健康”、“是否从事非农产业”以及“是否为农民”4 个变量并未通过统计显

著性检验，即上述因素不是影响农民主观福祉的重要因素。年龄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说明相比之

下，年岁较长农民的生活满意度落入高分区间的概率较大。这一点符合常理推断。随着年龄增长，

农民家庭和事业都已稳定，生活阅历的增多和心态的平稳使得个体对生活的主观评价往往更加客观

和全面，从而更容易满足。结婚、成为村干部或村民代表有助于提高农民的主观福祉，这一结果亦

合乎常理。一般而言，婚姻会带给个体归属感和安全感，与未婚者或离异者相比，已婚者可能感到

更幸福。同样，成为村干部或村民代表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成就感和荣誉感，进而提高其主观福祉水

平。从估计结果来看，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生活满意度落入低分区间的概率就越大。这与理论

预期不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获得更好的工作和向城镇转移的机会增加，虽

然这有利于其收入增长，但相应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在城镇生存压力大、因离家人和原有生活

圈较远而感到孤独等。从本文的研究结果看，这种负面影响更大。 

第二，虽然人均消费支出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变动无显著影响，但当其它因素不变时，提高农民

人均纯收入，其生活满意度落入高分区间的概率将随之增加，即增收有助于提高农民的主观福祉。

收入增长不但可以改善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而且对提高一些维度的生活满意度亦有正向作用，进

而间接地对个体的主观生活评价产生积极影响。 

第三，与随意丢弃垃圾与随意排污相比，定点堆放生活垃圾和通过管道排放生活污水的方式更有

利于村庄环境的改善。一般而言，生活环境好了，人的心情相对也会变好，从而生活满意度可能提高。 

第四，在社会关系和政治参与方面，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广度与“是否参加了上一次村委会选

举”2 个变量对农民的主观福祉并无显著作用。但与未参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者相比，参加者的生

活满意度落入高分区间的概率增加。当村里存在正式的社会组织时，农民交际的渠道增加，这一方

面有利于其拓展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其社会认同感，从而改善农民的主观福祉。 

第五，从主观因素来看，是否定期做礼拜（或礼佛）对农民的主观福祉无显著影响。相比之下，

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忧郁的农民，其生活满意度落入低分区间的概率显著增加，即消极的性格特征不

利于农民主观福祉的提升，这与逻辑判断相符。 

第六，如果遇到过公共安全事件，农民的主观福祉将下降，这一结果符合逻辑判断。此外，当

其它因素不变时，拥有更大面积人均耕地的农民，其生活满意度落入高分区间的概率更大，即主观

福祉更高。可能的原因是：人均耕地面积大小与农民收入有关，进而间接影响农民主观福祉的变动。 

四、结论与思考 

本文以农民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实地调查数据，对农民主观福祉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

析。从统计角度来看，样本农民的主观福祉普遍较高，约 1/5 的农民对自身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达

到了本次调查所设定的最大值。进一步分析各维度的满意度，得到两项有意义的发现：第一，农民

对家庭、婚姻以及人际关系的满意度最高，说明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可能是影响其

主观福祉的重要因素；第二，相较于其它维度，样本农民对收入和文化水平的主观评价最低，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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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因素亦可能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 

为了识别影响农民主观福祉的重要因素，本文进一步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发现：第

一，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为村干部或村民代表、增加人均纯收入、采用定点堆放生活垃圾

与管道排放生活污水的方式、参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以及在村里建立正式的社

会组织，均有可能改善农民的主观福祉状况；第二，与年龄较小者、未婚者或离异者相比，年龄较

长或已婚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可能更高；第三，受教育程度较高、遇到过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在日常生

活中感到抑郁，都可能使农民主观福祉水平降低。 

综合本文的分析结果，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探讨：第一，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去教堂之

类的行为有助于改善个体的主观福祉，但本文发现，定期去教堂（或礼佛）的行为对提高样本农民

的主观福祉并无显著作用。第二，虽然本文的分析表明，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其主观福祉的直接

影响是负向的，但这绝不是指农民不应该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这个问题需要综合来看，毕竟提高

农民受教育程度将产生一系列积极的经济与社会效应，从而间接地对影响主观福祉的其它因素起到

促进作用，故不能片面地因其直接的不利影响就否定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三，

已有的一些研究认为，提高收入有助于改善个体的客观福祉状况，而本文研究进一步表明，收入增

长对改善农民主观福祉亦有积极作用，从而继续挖掘农民收入的新增长点对于提高农民福祉意义重

大。第四，为了增强农民的幸福感，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尝试：一是营造良好的村庄环境；二是构建

和谐的婚姻、家庭以及人际关系；三是在村庄建立正规的社会组织，以拓展农民正规的社交渠道。 

中国是一个乡村人口众多的传统农业大国，在向现代农业和城镇化迈进的道路上，凡是涉及“三

农”的问题，解决起来都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主观福祉因其涉及心理层面而不可避免地烙有鲜明的

个体印记，观测和评估起来都有难度。所以，农民主观福祉问题是这两个复杂问题的综合，在现阶

段，农民主观福祉方面的研究还缺乏一个专门的、被广泛接受的、特别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支撑，

本文分析也只是建立在小样本农户调查资料基础上的一种尝试，因此，研究结论不具有外推性。今

后的研究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拓展：一是建立中国农民主观福祉的理论框架；二是获取中国农

民主观福祉及各维度福祉的大样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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